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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照料者健康的长短期影响
——基于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证据

张永奇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日益加剧之际，促进全民身心健康已经成为当下的重大研究课

题。研究基于2018、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微观数据，结合同期的宏观数据，

统计分析且实证检验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前后，家庭老年照料在子代健康中

所起的作用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老年照料会产生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需要子

代照料者调整现有资源分配模式，这对其身心健康具有不利影响；第二，聚焦于持续照料者的

照料强度，发现强度提升有利于促进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健康；第三，以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点

作为准自然实验，表明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提升了持续照料者的未来信心；第四，机制分析显示，

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的变化可以为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的长短期健康差异提供有效解

释。着重关注家庭老年照料的中心问题，增强子代照料群体的健康水平，可以更好地满足家庭

老人的高质量照料需求，缓解老年照料危机以及促进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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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健康是人民福祉之本、强国建设之基。[1]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

进政策。”此前，学者们已从概念界定、健康现

状、影响因素[2-4]等多方位、多层面对个体的健

康表现展开系统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基础与经验观察。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

到，持续推动人民健康水平上升新要求正与人

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趋势形成新一轮交汇。预计

到2050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

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将相继达到峰值。[5]老年

人口规模扩增的同时，也意味着数量庞大的失

能失智、半失能失智老人将增加照料需求，新冠

肺炎（COVID-19）大流行和随后的封控措施也

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照料趋势。[6]而中国照

料服务市场化的发展长期滞后，老年人的养老

服务需求由家庭负担较多。

践行积极 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战

略，对弱势群体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养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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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深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确保这

种照护理念可持续，则需因势利导统筹谋划。

首先考虑三种常见照料场景：第一，家庭老年

群体可以拥有自我照料能力以及配偶照料支

持，包括生理与心理自立等，子女无需付出照料

成本；第二，家庭老人虽然丧失了部分以及全

部自我照料能力，但是可以凭借较强的议价能

力，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照料服务模式的供给，

收获较高的照料服务质量；第三，以家庭作为

决策主体，以家庭资源禀赋为基础进行经济抉

择，利用代际间共同生活的时间延长以及由此

所形成的照料与支持关系延长，从而为分担家

庭照料成本上升、减缓养老负担，提升老人群

体的需求提供更多可能性。第七次中国人口普

查结果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64亿，占总

人口18.7%，且这一状况呈现出上升趋势。面对

人口老龄化以及“未富先老”“长寿而不健康”

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社会化照料模式以及长期

护理服务的可得性与可及性亟须深度加强、“伴

生性”养老为主流模式的现实情况下，将关注主

体定位于老人照料的重要提供者成年子女，探

讨老人照料对其健康情况的演变趋势，[7]这对

后续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健康中国战略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家庭老

年照料作为一种时间密集型家务劳动，具有长

期性与复杂性。在照料初期，家庭老年照料一

方面会增加家庭的整体费用支出，加重养老和

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未来的劳动供求

结构失衡，[8]降低家中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

减少其劳动时间，[9]加剧其“角色压力”（role 

stress），从而影响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但

随着照料时间的延长，照料者的照料压力有可

能借助家庭资源整合，实现照料决策调整，通

过强度、模式等改善方式，激发“二重反馈机

制”，[10]最终使得老人照料由负担转为福利，

对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新的冲击。而回归

现实，国内的研究仅停留在一种分离检验，单

独检验家庭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

影响，就是直接考察家庭老年照料对成年子女

健康的影响机理，却均未能有效结合中国已将

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战略新阶段，从

长短期照料变化趋势出发，深度研讨老年照料

对子代身心健康的经济影响，以及进一步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是否改变了相应趋势提

供实质性回答。由此，本研究尝试从家庭老年

照料的广度与强度两个层面入手，探索性构建

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2020两期

数据，以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为时点，对家庭老

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的长短期健康变化展开

新一轮考察。

二、文献回顾

关于老年照料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老年

照料的可及性，主要以老年人的视角切入，探

讨老年人的照料需求与照料成本等。[11-13]此后，

学界注意到老年人之间享受的照护质量高低

不一，由此围绕着照料者（caregiver）的福利问

题展开新的探讨，以期缓解因老年照料引起的

“照料者压力”和“照料者负担”，从而在提升

照料者的自身福利中，化解老年照料危机。

“健康资本模型”指出，健康作为照料者

最为重要的福利，提高健康可以获得更多的

货币收益和效用。[14]在20世纪60年代，Grad和

Sainsbury[15]将目光聚焦于承担照料特定病种患

者的家庭照料人员。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发展，

学术界陆续转向直接研讨老年照料这一特定

形态，成年子女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多关

注。关于身体健康层面，有研究从生命历程视

角出发，认为老年照料不仅会降低子女的身体

健康，[16]且会增加子代照料者的医疗开支，降

低劳动者的劳动市场参与率。照料活动的强度

增加、持续时间的延长会让女性负担加重，从

而提升其身体疼痛的发生率和自评健康较差的

概率。[17]但也有研究认为老年照料非但没有降

低子女的健康水平，反而因子女锻炼活动等健



深圳社会科学 2024年第7卷·100·

康行为的增加改善了照料者的健康水平。[18]李

青原[19]则指出，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照料

的照料者身体健康并无影响。关于心理健康层

面，徐勤[20]指出，家庭老年照料对中青年子女心

理压力很大。但同时也会使其获得欣慰、满足

等积极性体验。[21]这种正负向交织的心理体验

会因照料期间、资源投入、照料转变等行为产

生明显波动，[22]子代照料者福利最终是否受到

损失仍需进一步检验。

国内外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家庭老

年照料对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影响，但研究结

论仍存分歧，且研究主体比较分散，研究视角

比较单一。未能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人口发展

转型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更

加适宜的研究框架，对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

关系展开动态调查。

本研究认为，照料者的福利探讨可以归于

三个维度：第一，角色介入；第二，介入程度；第

三，照料福利。对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角色

介入问题，多数研究均表示照料老人的赡养载

体仍以成年子女为主，[23-24]其他家庭成员与社

会照料仍是辅助的支持来源。而在子女提供照

料的过程中，从长度上，可以分成广度（短期照

料）与强度（长期照料）两个层面；从形式上，则

可囊括为经济上的转移支付与生活中的照料时

间投入两部分。[25]在照料活动中，长度与形式相

互交织，并非始终不变，存在异质性，不同社会

地位的子女会因老人的多层次照料需求进行相

应调整。一般来说，家庭老年照料初期，子代照

料者会因时间分配的调整，选择增加老年人照

料以及家务劳动的时间，或者通过非正式照料

服务的引入改变照料供给主体。但不论哪种照

料模式，其本质都是在“成本—收益”约束下表

现出的照料选择，均会加剧子代照料者提供照

料的紧张感，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

均会呈现下降趋势，[26]进而影响老年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

在疫情冲击的情形之下，劳动者不仅要缓

解防范病毒和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也要考虑

如何平衡“工作—家庭”间的关系，心理负担和

压力明显提升。[27]如果在短期照料过渡到长期

照料的过程中，照料提供者并未得到更多的照

料支持，那么他们将陷入痛苦以及受到心理疾

病的困扰，[28]加剧累积劣势。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负向影响是建立在家庭子女长期照料且未得

到实际支持的基础上。Chiappori[29]指出子女照

料的供给越多、质量越高，也更容易得到老人

对子女的经济赠与以及提供隔代照料等代际互

助行为，从而弥补子女因老年照料所产生的经

济补偿与主观幸福感，[30]进而改善照料者的身

心状态。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使得居民日常活

动系统进行调整、活动的时空制约发生变化，

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的照料危机，[31]但

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生活韧性。由此，立足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本研究将利用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前后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从老年照料广度

以及强度双重视角出发，关注家庭老年照料对

子代照料者的健康福利的长短期影响以及理论

机制，进而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较为鲜明的政

策建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该数据为追踪调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

识别追踪对象的连续性，强化不同时点的可比

性。基于此次研究目标，选取了CFPS2018、2020

年两期数据展开分析。CFPS数据的调查会分多

个月进行，CFPS2018的数据收集于2018年6月开

始，2019年3月结束；2020年的调查，就分布在7

月到12月之间，也是疫情发生后，这也为后续研

究构建准自然实验场景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变量设置及释义

第一，子代健康。本文以CFPS数据中自评

健康、主观幸福感、未来信心分别衡量身体健

康、当下感受、未来感受。其中，自评健康是个

人对自身健康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其与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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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病、卫生服务利用、死亡率等客观疾病指

标存在密切联系，是目前国际上用于评价子代

身体健康最为常用的指标。[32]CFPS中自评健康

具有5个等级（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

康、非常健康），本文分别赋值1至5。心理健康

本文选用当下感受以及未来感受两种指标，既

可以反映子代当下的心理状况，也可以更好地

探寻子代未来的心理变化。其中，主观幸福感

从低到高，赋值为0至10；未来信心从低到高，

赋值为0至5。

第二，家庭老年照料。本文通过使用CFPS

问卷中“是否料理家务或照顾父亲”和“是否料

理家务或照顾母亲”两个问题来构建初步家庭

老年照料指标，其中两个问题有一个回答“是”

的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此外，考虑到这一

测量方式不能有效剥离家务劳动与老人照料

的差异性弱势，故选择使用“老人是否需要照

料”这一指标与前述家庭老年照料指标进一步

对接，从而创建出最终的家庭老年照料指标。

另外，本文也考虑到仅检验家庭是否照顾老人，

只停留于一种广度初期状态，无法探究照顾时

长的影响，即考察家庭老年照料持续期与子代

健康的长期关系。由此，利用“照料父母频率”

的问题，将“每天照顾”“一周3~4天”“一周1~2

天”的子代定义为承受三等至一等的家庭老年

照料强度。[33]此外，本文认为照料强度也仅着

重反映当期照料者的一种照料付出表现，并未

筛选出“持续照料者”的强度变化趋势。故在照

料广度的基础上，筛选出调查年份连续两期回

答“照料”的“持续照料者”，[34]进一步考察照

料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家庭老年照料对持续照料

者的健康影响。

（三）研究方法

第一，老人子代照料变动趋势分析。为丰富

老人照料与子女健康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从

纵向与横向角度对两者的关系展开分析。其中，

纵向角度是指对追踪调查中同一批子代家庭老

年照料趋势进行分析，在照料广度的基础上筛

选出照料强度大于0的研究样本，以期发现照

料持续期内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健康的长期影

响；而横向角度的分析是指对历年调查样本中，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对子女健康的一种短期影

响，以期对总体样本中家庭短期照料对子女状

况及不同年份的特征进行识别。

第二，子代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研

究选取了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

又引入同期的宏观数据（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

率）作为控制变量。经过严格的筛选与整理，最

终得到6842份成年子女（18~65周岁）的微观样

本。其中，照料者2301份，持续照料者1644份。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观察上述因素对

子代健康的整体影响。具体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指标 定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自评健康 从低到高赋值1至5 3.271 1.083

主观幸福感 从低到高赋值0至10 6.701 2.854

未来信心 从低到高赋值0至5 3.715 1.454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 照料=1；未照料=0 0.336 0.472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未照料=0；低强度照料=1；中强度照料=2；高强度照料=3 0.507 0.965

年龄 周岁 34.630 9.580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82 0.493

婚姻状况 已婚=1；其他=0 0.626 0.484

受教育年限 已完成的受教育程度 10.420 5.850

锻炼频率 子代的锻炼次数 3.709 3.313

社会地位 认为社会地位高=1；认为社会地位低=0 0.154 0.361

东部地区 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划分 0.407 0.491

经济发展水平 各省份GDP（对数） 10.420 0.753

城镇化率 各省份城镇化率 62.960 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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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描述分析

（一）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身体健康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子女在照料老人过程

中的健康变动情况，研究从纵向和横向交叉结

合的角度对此展开分析。其中，家庭老年照料广

度与子代健康是使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家庭老

人持续照料是使用2018—2020年CFPS调查所

追踪的同一批子代照料群体，且为了保证分析

合理，仅保留照料强度大于0的研究样本。

根据表2的统计结果，整体而言，照料老人

的活动出现，使得子代的身体健康水平呈现下

降趋势。进一步对比2018年与2020年的分析数

据，可以发现，从广度而言，老年照料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子代的身体健康。子代身体保持非常

健康的比例已经下降了9.94%。这意味着公共

卫生事件爆发后很可能对养老产业产生巨大冲

击，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子代的身体健康承载

造成较大压力。但由于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项

长期的不间断工作，子代将依照不同的照料强

度调整其经济决策。因此，研判家庭老年照料

与子代健康的关系，不仅需要考虑是否照料这

一特征，还需引入家庭照料的长期表现照料强

度展开后续分析。表3显示，对连续照料的子代

而言，其身体健康水平在不同的照料强度区间

出现波动状况。

家庭老年照料（整体） 家庭老年照料（整体） 家庭老年照料（2018） 家庭老年照料（2020）

身体健康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1 45.60 54.40 平均值 平均值 44.29 55.71 46.82 53.18

2 62.92 37.08 63.67 36.33 61.84 38.16

3 70.75 29.25 3.22 3.17 70.38 29.62 71.09 29.91

4 66.97 33.03 62.48 37.52 71.81 28.19

5 64.89 35.11 60.04 39.96 69.98 30.02

表3   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身体健康 量，它也可以反过来帮助子代照料者克服种种

照料困难和压力，让成年子女感受到被需要的

快乐。在疫情发生后，被照料者——老人将会

传递出更强的依恋感的态度信号，会让照料者

强化角色意识和责任感，让此类群体因照料老

人产生的自我价值实现感得到提升。此外，根

据表5的描述分析结果可知，相比于家庭老年照

料广度而言，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未来信

心的相关性更加明显。依照时间维度进行对比

可知，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照料老人的子

代未来信心明显上升。在疫情发生初期，子代可

能由于害怕接触病毒、担心家人或其他亲近的

人感染病毒，其正念水平会下降。但随着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更多的子代减少了外出行为，

提高了与家庭老人的相处时间与频率，使得家

庭关系更为紧密，更好地领悟社会支持的重要

性。进而有效降低其焦虑、抑郁、压力及睡眠障

碍，对未来保持相对乐观的积极情绪。

表2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与子代身体健康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身体健康（均值）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2018 3.30 3.37 3.40

2020 3.33 3.37 3.31

（二）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心理健康

根据表4的统计结果可知，相比于未承担家

庭老年照料的子代，承担家庭老年照料的责任

付出对子代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促进功能。

这一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家庭老年照料与子

代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分析，也适用于疫情发生

前后的对比检验。结合2018与2020年的数据发

现，随着家庭老年照料强度的提升，持续照料

者的主观幸福感呈现上升趋势。成年子女和老

年父母在照料前的感情基础是促使成年子女承

担照料责任的重要驱力之一，也为成年子女克

服照料困难和压力提供了动力。[35]子代对父母

的爱不仅仅是一种促使成年子女承担责任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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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料对象的内部差异与子代健康

根据表6的分析结果可知，受公共卫生事

件和人口老龄化的交汇影响，子代照料父亲、母

亲的人数显著增加。照料父亲的人数增加明显

高于照料母亲的人数。照料父亲的子代平均身

家庭老年照料（整体） 家庭老年照料（2018） 家庭老年照料（2020）

幸福感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0 48.69 51.31 41.79 58.21 57.20 42.80

1 72.67 27.33 73.60 26.40 71.82 28.18

未来信心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未照料 照料

1 82.26 17.74 73.91 26.09 87.18 12.82

2 81.98 18.02 81.67 18.33 82.35 17.65

3 76.19 23.81 77.02 22.98 75.49 24.51

4 73.06 26.94 74.71 25.29 71.48 28.52

5 71.66 28.34 72.33 27.67 71.04 28.96

表4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与子代心理健康

体健康指数略高于照料母亲的平均身体健康指

数。从时间维度出发，可以发现：第一，疫情暴

发后，照料父亲的子代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照

料母亲的子代仅主观幸福感出现低落。第二，

对比不同的照料对象，照料母亲的子代心理健

康水平更高，照料父亲的身体健康水平更高。第

三，考虑到同时照料父母的双重压力，子代的整

体健康虽然相比疫情前呈现下降态势，但是相

比于单一的家庭老年照料，承担双重照料的子

代健康福利并未呈现明显降低。很大可能是因

配偶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子女的照料负

担所发挥的经济作用。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主观幸福感（均值）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2018 7.39 7.70 7.89

2020 7.57 7.77 7.96

未来信心（均值） 低强度 中强度 高强度

2018 4.08 4.17 4.29

2020 4.16 4.14 4.23

表5   家庭老人持续照料与子代心理健康

照料父亲（整体） 照料母亲（整体） 照料父亲（2018） 照料父亲（2020） 照料母亲（2018） 照料母亲（2018）

身体健康 3.35 3.33 3.36 3.34 3.33 3.33

主观幸福感 7.56 7.57 7.67 7.46 7.66 7.50

未来信心 2.25 2.25 2.27 2.24 2.25 2.25

双重照料 双重照料（2018） 双重照料（2020）

身体健康 3.36 3.37 3.35

主观幸福感 7.59 7.68 7.52

未来信心 2.26 2.27 2.26

表6   照料不同对象与子代健康

（四）照料中间活动与子代健康

家庭老年照料作为一种劳动和时间密集型

活动，[33]子代照料者在照料过程中既需付出时

间、精力等隐性成本，又需提供医疗费、营养费

等显性支持。而在这种功能性支持的长期过程

中，必须要结合子代与父母关系、联系频率、经

济交换展开拓展分析。根据表7的描述分析结

果可知，子代与父代之间的关系融洽、联系较多

的子代健康程度更高。同时，子代与父代间的双

向经济支持，可以进一步增强亲子间情感紧密

度，从而在实现资源整合的过程中使得子代健

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这也意味着，在人口老龄

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除了考虑如

何直接降低家庭老年照料的负向影响，也需强

化代际间的情感互动，维持、提升家庭关系的

和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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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般 关系好 联系较少 联系较多 子代未援助

身体健康 2.71 3.39 3.23 3.39 3.00

主观幸福感 6.35 7.67 6.92 7.69 7.68

未来信心 3.91 4.19 3.99 4.22 4.16

子代提供援助 父代未援助 父代提供援助 两者差额（低） 两者差额（高）

身体健康 3.38 3.10 3.34 3.05 3.38

主观幸福感 7.54 7.58 7.61 7.67 7.52

未来信心 4.18 4.19 4.16 4.16 4.19

五、实证检验

（一）基准分析

前述描述分析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家

庭老年照料与子代照料者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但仍需通过实证检验才能够进一步佐证两者之

间的关系。根据表8模型1的分析结果可知，家

庭老年照料初始活动的投入，使得子代的身体

健康水平明显下降。模型2与模型3的分析结果

显示，家庭老年照料广度不仅降低了子代的主

观幸福感，也降低了子代的未来信心。但在考

虑是否照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照料强度指标

后，却发现持续照料者的身心健康发生显著改

表7   照料中间活动与子代健康

变。家庭老年照料强度对身体健康的经济意义

不再明显，对当下幸福以及未来信心显著提升。

这意味着家庭老年照料的初期虽会降低子代照

料者的自评健康状况，但随着照料活动的增加，

自身的锻炼意识与能力将得到提升，且兼顾高

强度照料与工作的概率显著下降，由此可能削

弱持续照料行为对子代照料者健康不利影响。

家庭老年照料初期会提升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压

力，加剧“角色压力”，从而造成子代照料者的

主观幸福感与未来信心有所降低。但随着照料

频率以及强度的适应，代际互动将会得到强化，

子代照料者更能在家庭老年照料中感受到亲密

关系和生命活力。

(1)

身体健康

(2)

主观幸福感

(3)

未来信心

(4)

身体健康

(5)

主观幸福感

(6)

未来信心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 -0.090** -0.270*** -0.372***

(0.043) (0.028) (0.030)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0.023 0.064* 0.107***

(0.059) (0.037) (0.040)

年龄 -0.051*** -0.048*** 0.003 -0.067* -0.074*** -0.035

(0.015) (0.011) (0.011) (0.038) (0.024) (0.026)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性别 0.064 0.044* 0.186*** 0.115 0.000 0.210***

(0.039) (0.026) (0.027) (0.085) (0.053) (0.057)

婚姻状况 0.220*** 0.916*** 0.760*** 0.092 0.487*** 0.234***

(0.050) (0.034) (0.036) (0.113) (0.070) (0.075)

受教育年限 0.027*** 0.035*** 0.023*** 0.036*** 0.008 -0.006

(0.003) (0.002) (0.002) (0.007) (0.005) (0.006)

锻炼身体频率 0.047*** 0.052*** 0.065*** 0.022 0.009 0.017*

(0.006) (0.004) (0.004) (0.014) (0.009) (0.009)

社会地位 0.220*** 0.718*** 0.858*** 0.216* 0.569*** 0.753***

(0.057) (0.036) (0.040) (0.111) (0.067) (0.076)

东部地区 0.084 -0.074* 0.008 -0.133 0.032 -0.016

(0.063) (0.041) (0.043) (0.130) (0.082) (0.088)

表8   基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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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检验

前述分析已经检验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

健康的长短期影响，但并未结合疫情暴发到蔓

延期间，进一步考察长期照料者的身心健康是

否受到显著影响。2020年1月，爆发了全球性公

共卫生事件。从国内来看，除少数人口流动性

较大的中心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均实现了对疫

情的有效控制。因此，为识别公共卫生事件对

子代健康的影响，将2020年作为时间节点，将

疫情视为一次完全的外部冲击，可以选用政策

效应评估中常用的双重差分（DID）进行实证分

析。根据DID模型设定方法，需首先设置实验组

与对照组。结合国内疫情发展情况，选择事态

较为严重的武汉、上海、北京、重庆、深圳和广

州6个城市所在省份作为实验组，将其余事态较

轻的省份作为对照组，从而构建出准自然实验

场景。[36]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发现可以采用DID

模型展开分析。

者的身体健康下降是因疫情防控中信息不对称

所引起的，由于无法获得关于相关信息，进而实

现有效防护，提高了其身体健康下降的风险。另

外，疫情也改变了人们的健康认知，为提升国民

健康综合素养提供了发展契机，增强了持续照

料者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长期照料者与家

庭成员的情感互动整体提升，大幅抵消了疫情

对其丧失工作与信心的不利影响。不过，如果考

虑到男女性别差异，女性就业多集中在非正规

领域，疫情发生让她们更易陷入贫困且得不到

充分的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困境中，而这将加重

女性的照料负担，最终不利于女性长期照料者

的身心健康。

（三）影响机制

上 述研究已经着重回答了在人口老龄化

危机正在凸显的的现实环境下，老年照料长短

期对子代健康的影响方向与实际趋势。但这并

不能很好地解释家庭老年照料长短期发生变

化的实质原因。因而对家庭老年照料与子代

健康的影响机制展开深度挖掘十分必要。根据

Donni[37]的“家庭集体模型”（collective models 

of household behaviour），家庭老年照料活动涉

及家庭资源分配。在子代承担照料责任的过程

中，不仅是一种单向付出的经济行为，也会因照

料模式的改变（例如利用社会照料投入）与照

料质量的提高，得到老年人的经济反馈与实际

支持，减轻子代照料负担。由此，尽管子代照料

者会因占用劳动时间和损失的收入增加机会成

本，[38]提高“时间贫困”与“隐性贫困”的可能

性，[39]但随着时间延长，老年照料增加的经济负

担将会因家庭照料资源的整合而有所削弱，这

对提升子女的照料积极性具有重要的作用。[40]

(1) (2) (3)

身体健康 主观幸福感 未来信心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0.002 0.072** 0.116***

(0.057) (0.036) (0.039)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 -0.336*** -0.132 -0.209**

(0.116) (0.081) (0.08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644 1644 1644

表9   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检验（持续照料）

(1)

身体健康

(2)

主观幸福感

(3)

未来信心

(4)

身体健康

(5)

主观幸福感

(6)

未来信心

经济发展水平 -0.040 -0.012 -0.052** 0.063 -0.018 0.023

(0.033) (0.021) (0.023) (0.068) (0.042) (0.045)

城镇化率 -0.005** 0.003** -0.004** -0.008 0.002 -0.004

(0.002) (0.002) (0.002) (0.004) (0.003) (0.003)

观测值 6842 6842 6842 1644 1644 1644

根据表9的结果可知，疫情作为一种重大

的公共卫生外生冲击事件，虽然其本身对照料

者的身体健康与未来信心造成负向作用已被验

证。[36]但疫情冲击并未明显改变家庭老年照料

强度对持续照料者身体健康的影响，长期照料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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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老年照料广度

显著降低了子代的劳动供给与实际收入。但相

比于持续期照料，劳动供给与实际收入系数均

显著上升，尽管实际收入的经济意义仍然为负。

这说明，家庭老年照料从短期到长期，会因机会

成本与时间成本的降低，让子代的身心健康可

以适应恢复。老人的照料需求会因家庭资源的

整合而减轻子代照料者的自身照料资源投入。

但仅回归结果而言，家庭老年照料对子代照料

者的实际收 入的不利效 果依然值得关注。此

外，成年子女工作时间增加是否与个人照料收

入投入下降存在关联也需要进一步厘清。现实

来看，照料者的健康转变很大概率是照料者基

于前期的自我对比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效能感，

而不是依靠代际关系产生的“反转”趋势，成年

子女依然是老人日常照料的主要提供者。

趋势转变更多源于子代照料者基于前期的自我

对比下，产生的一种自我效能感，而不是依靠代

际关系产生的“反转”趋势。因此，为子代照料

者提供更加切合的关怀政策例如“喘息服务”

十分必要。

依托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在中国面

临经济转型与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过程中，“多

重疾病负担”“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发生将

迅速打破家庭整体平衡。如何增强子代照料的

健康水平，对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家庭老年照料仍占基础性地位的

现阶段，政府需要制定适宜家庭老年照料的支

持政策，来减缓子女提供照料服务中的健康资

本损失。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降低老年日间照

料的服务成本，对因照顾年迈父母而减少工作

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市场的子女引入“时间银行”

以及提供购房置换津贴等实质补偿，鼓励企业

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员工设置灵活就业、异

地就业等，化解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

第二，提高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的可

及性。强化正式照料的支撑性作用，通过提高

照料部门劳动生产率来提升正式照料服务质量

和效率。此外，也应健全覆盖全国的健康素养

和生活方式监测体系，尤其是疫情发生后，更

应加大对子代照料者的心理干预与家庭治疗援

助，有效降低其照料初期的负性生活应激，改

善机体的免疫功能。

第三，针对不同的照料群体以及照料特征，

应该实行差异化的制度安排。针对男女之间的

体力差异，应该着重考虑女性工作—家庭的紧

张关系，为有老年照料需求的女性子代照料者

提供更多的包容政策，包括降低信息门槛、设

置弹性工作时间以及赋权男性，改善男性的自

觉内化的性别规范意识，从而削弱女性在家庭

分工中的相对劣势地位。

第四，从提高老年人照料保障入手，也需

针对不同健康、失能、半失能的老年群体提供

(1)

个人收入
（对数）

(2)

工作时间

(3)

个人收入
（对数）

(4)

工作时间

家庭老年照料广度
-0.049** -0.026***

(0.023) (0.007)

家庭老年照料强度
-0.006** 0.020**

(0.003) (0.00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6842 6842 1644 1644

表10   影响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CFPS2018、2020年两期调查

数据，检验了疫情暴发前后，家庭老年照料对子

代照料者健康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第一，

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会在老年照料初期明显

下降，但是随着照料者的强度适应以及家庭资

源整合，子代照料者的身心健康会得到部分恢

复。第二，疫情的冲击增强了持续照料者的心

理感受。面对疫情冲击，长期照料者与家庭成员

的情感互动整体提升，明显降低了疫情对其心

理健康的负面作用。第三，进一步分析显示，家

庭老年照料初期会降低子代照料者的工作时间

与实际收入，从而影响其健康变动。不过，随着

时间延长，这种负向作用会有所消退。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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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另外，即便相同条

件下，子代需要承担的老年照料压力也具有显

著差异，由此应对承担持续照料的家庭优先提

供现金给付、智慧养老等帮助，在减轻子代老

年照料负担的同时也利于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转

变。最终以政府牵头、家庭合力、社会辅助等

多方参与形成新供给模式，有效促进子代照料

者的健康提升和福利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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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and Short Term Effects of Family Eldercare on the Health of Offspring Caregivers: 
Evidence from Shocks Based on Public Health Events 

ZHANG  Yongqi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old age and health. As the crisis 

of population aging deepens in China, the promotion of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research topic nowadays. Based on the micro-data from the 2018 and 2020 China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combined with macro-data from the same period, the study statistically 
analyzes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ole of family eldercare in the health of the offspr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a public health event, namely,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its change.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family eldercare has economic and time costs, requiring offspring 
caregivers to adjust their exis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plans, which adversely affect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cond, focusing on the intensity of caregiving by continuing caregivers, the increase in intensit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offspring caregivers; and third, using the tim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public health even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public health event shock boosted 
continuing caregivers’ future confidence; and fourth, mechanistic analyses showed that changes in time and 
opportunity costs could provide a valid explanation for long and short term health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y 
eldercare and offspring caregivers. Focusing on the centrality of family caregiving and enhancing the health 
of the offspring caregiver group can better meet the high-quality caregiving needs of older family members,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alleviation of the crisis in caregiv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for all.

Keywords: eldercare; public health events; offspring health; healthy China; care intensity


